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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Ⅲ② 

食品问题的复杂性与鲁曼的风险概念的适用性 

三好 惠真子  

日本、中国与台湾每年都联合举办着“现代中国与东亚的环境，国际学术

研讨会”，而在今年其主题更是“环境与风险”，这不禁让环境专业的我喜不胜

收。然而不仅如此，我还有幸被选为主旨发言人之一，惊喜之余更是惶恐万分。 

三位教授作为讨论者分别从法理学、历史学的专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许

多宝贵的意见，实是让我受益匪浅，这里请先允许我表达最真挚的谢意。而接

下来我想以中山教授的两个问题为轴心作出回答，同时交叉回应江教授与潘教

授提出的各种意见。 

１．中国食品卫生以及食品安全标准的实际情况 

问题 1：在中国是通过什么机构来实施食品安全的调查与评价的，又是通过什

么样的程序来制定其安全标准的？有着相似政治文化的中国和日本，

在这一方面有无区别？ 

若不考虑世界其他国家，而只是比较日中两国的话，其实还是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差异的。就食品卫生而言，中国国务院在 2010 年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

会，但其本质却与日本的同名机构大相径庭。在日本，评价机构与管理机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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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并非内阁总理大臣所设立的咨询调查机构，而是致

力于食品安全评价的独立机构。它的成员由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所组成，以保

障其中立公正的立场。而中国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则是作为国家机构，部署、

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并不具备对食品风险进行评价的职能。 

    在中国，具体负责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行政机构有很多，包括了卫生部、

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但由于职能交叉，

反而会影响综合调整机能。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于进出口相关的组织机制相当

重视，而对于国内状况的重视却有着明显的不足。在中国国内进行食品检测、

风险评价以及制定安全标准的是卫生部，此外农业部、工商总局等机构也承担

着相关的职能，但这些机构与负责进出口的质检总局相比较的话，则显的难以

对下级机构，也就是地方机构进行有效的掌控。各地关于食品安全的职务的实

行情况，技术水平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也有可能出现很多不透明、不确定的情

况。更为重要的是，与日本不同，在中国，民间组织、非盈利机构很难对食品

的安全性作出评价，市民由下而上的对食品的安全性进行讨论的环境目前还不

健全。 

    在日本，其实也经常被指出，其相关预防措施有待加强，但若是常注意在

中国国内发生的食品安全的事故的话，则会发现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

候，其“事后”的态度更为明显。若发生了食品安全的事故，政府往往把责任

全部归咎于事发的企业，以规避自身事前的指导、管理方面的问题(1)。 

    而正如报告中所述，中国在 2009 年制定了食品安全法，这表明了中国在

食品安全方面的认识有了变化，除了以往的单纯的“食品卫生”之外导入了更

广义的“生命的安全”的概念，从而使法律内容变的充实完整，得到了各方的

高度评价。然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即使法律存在，其执行力却往往不强，

制度与现实脱离，这一点或许与江教授提到的“中国人自己也认为中国国内的

食品不安全”的情况有所关联。 

    而另一方面，在日本，例如围绕核电站的运作，政党的宣言将成为握有投

票权的市民的讨论对象。这种情况下，政党都试图表现出强烈的意向来迎合民

意，就好像核电站事故后食品的放射性物质的标准的变化，也正是政府为了让

市民放心，而进一步确保安全的行为。而与之相对的，在中国，官方显然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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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政府与市民的地位的差异更是想象之上的巨大，而中央政府则可以更直

接有效的贯彻自身的方针。而当前中国的核心政策依旧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而那些面向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的政策，却往往难以落实，尤其是在与经

济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更容易被无视。 

２．鲁曼理论对中国食品问题的解答的意义 

问题 2：在报告中，基于鲁曼的分析理论而展开了讨论，而作为构建主义的认

识论，鲁曼理论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风险社会”的相关问题，而是

普遍适用于一般问题，那样的话，以鲁曼理论为基础，而展开食品问

题相关的讨论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这次作为事例的“毒饺子事件”，其实并非“食品安全性”的问题，然而

它却被当做食品安全问题来对待，进而演变成为外交问题，其影响甚至波及到

了经济层面。这一事件，若不是关系到中国，而是其他国家的话，其影响恐怕

不会扩大到如此程度（关于这一点江教授也提及过），其原因正是在于如今紧

张的日中关系，以及中国所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如 1 问中所述，其构造极

其复杂，而且是一极具特定性的问题。 

    其实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曾多次围绕食品安全性的问题开展过讨论和协

商。例如关于疯牛病的日美协议，以及日本与东南亚的水产品、水果协议等。

其结果，不仅对风险交流达成了共识，更在具有现实意义的共同对话制度的建

立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反观日中之间，解决问题的方案却难以推进，其原因何

在？又或者说，在中日间的特殊关系中，造成这种难以预测的情况的关键点何

在？这类“新问题”是具有很强的讨论的必要性的。更进一步的，日中关于食

品安全性的对话、对策的规格与形式，是否应该参照日美对话的模式，又或者

应该考虑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来开展对话？  

    对于这极具特定性的日中间的食品问题，正如中山教授的意见“把贝克的

社会论中的讨论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中国里，这种态度需要注意”，把它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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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入既存的理论框架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其理由正如中山教授所说，中西

间的现代化是存有差异的。此外，这里还请允许我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贝克

所提到的风险的概念，更像是由于技术或化学物质而造成的某类损害，这与“社

会行为概念”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2)，故而以此来说明正高速的在全球范围

内表现出来的 “中国特有的现实感”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适合。毋庸置疑从

积累的客观、定量的数据中分析得到一般规律对于食品安全性、食品安全标准

的制度的建立是极其重要的，但遗憾的是，即使能够建立起具有科学性的理想

的制度，也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食品问题以及中日间的食品问题。 

而对于投身自然科学的我而言，当接触到了以“社会行为概念”又或者说

“交流概念”为核心的，以更具有当代真实性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的鲁曼理论之

后，就立刻为其魅力所深深吸引。鲁曼的风险理论，是从社会性的基本元素“交

流（关系性、关联性）”出发，以此为基点，从整体的角度对社会的各个侧面

进行把握。而为了应对现实的多样性，更是具备了灵活、开放的性质，在周密

的体系性的思考之上，又引入了社会、文化的媒介因素(3)，从而能够对人的行

为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讨论。更进一步的，对于如何处理市民的“不安”与“担

忧”，这向来难以科学性的来解释说明的课题，鲁曼着眼于围绕着“非知”的

纵横交错的交流场，他并不强求交流的主体要放弃自身的立场，而是期待着一

方无需向其他方说明自身情况就能进行思想沟通的这种进步的政治文化的成

熟。由这一点出发，这一难题也有了解决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中，为了分析社会现象，作为分析“工具”，而采用了具有一般

性的鲁曼的理论，但却并非是想利用鲁曼理论来获取一个概括性的答案，而是

通过它对于实际调查中所获取的各种客观数据进行符合逻辑的再构建，从而使

信息能够相互对应，进而能够提取出更为具体的课题，并进一步的探索这些课

题的解决之道。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山教授写在“注记”上的关于核电站的安全性的言论，若依我个人之见，

利用鲁曼的理论，则可以给出以下解释。 

    鲁曼认为，通过“时间”的观察，“现在看到的未来”与“未来的现在”

将被区别开来。以此来思考核电站事故的话，在事故发生前，我们对于核电站

是抱有一定信任，认为那是安全的。而事故发生后，其结果与我们之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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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巨大的出入，故而在第一次观察的时候所认为的“风险 VS 安全”的情况，

在第二次观察的时候，其“风险/危险”的区别，以及与之相应的“决策者/没

有决定权的被害者”的区别则被呈现出来了。然而，对于那些被鲁曼理论所解

读的课题，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面向未来我们该如何去做。 

   尤其是食品问题与环境问题，这是与人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因

此，需要持续性的围绕“非知”进行交流，要不畏错误，不断试行，在总结经

验教训与反省的基础上推进自我创立系统的建成。 

    因此，如报告中的结论所述，站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的立场上，我们能

够做的，也正是本讨论会首日下午所尝试的安排，那就是培育能肩负日中关系

的未来的下一代。借鉴鲁曼理论的话，这不是为了应对现在的需要，而是为了

应对将要直面的课题。而另一方面，我们多年来尝试构筑基于中国研究的跨学

科对话的平台，不被所谓的学院式的封闭性所限制，以看清人的普遍性问题。

而通过多重解读鲁曼的启发性的信息，或许正能解释我们这么做的必要性。 

然而这次，在听了三位教授的意见后，让我切身的体会到自己在理论解释

方面的不成熟，在论文中更有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而今后，则更要

在诸位教授的指点下，进一步的专精学问（且在书刊发行前，对论文作进一步

的修改）。而另一方面，本研究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围绕日中间的食品问题展

开讨论的，而对于中国，正如江教授所言，其国内的食品安全性的问题才是重

中之重，是最需要引起重视和开展相关研究的。这一课题，不仅仅局限在技术

层面上的安全性的提高，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创建“信赖体系”，亦如潘教

授所期待的，发挥其重要的影响力，或许正是建立有保障的制度的关键。 

（胡毓瑜 译） 

注 

(1) 在整理了数件相关事例的同时，也对听取了数名留学生的意见。 
(2) 杰弗里·亚历山大和菲利普·史密斯评论道,“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诸威胁是来自于

技术、·经济发展的产物,却没考虑到一部分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传播滋生的可能

性”［Alexander & Smith,1996］。此外,贝克尽管是站在构筑主义的立场上,去没有达到

第二次观察的水平［小松,2003］,被认为是“一半的构成主义”[Japp,1997]。 
(3) 对于一些同样站在构造主义立场上的，关于风险认知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鲁曼认

为在其出发点为个人主义的前提下，是无法实现社会学层面的展望的[Lu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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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一个个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由某一文化背景下所存在的某个人的风险认知或

是某个集团的风险处理方式而引起的。对于相同的事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意

义是各不相同的，而为了上升至所谓社会学层面的分析，需要在一个详细的框架下

理清围绕这一点的某些关系（交流），而提及这个框架结构的正是鲁曼的风险研究［小

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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